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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首個五年規
劃的公眾諮詢已近尾聲，
而規劃的執行即將提上日
程。自2月行政長官提出
編制首個五年規劃以來，

各界專家及社會輿論大多聚焦香港編制
實施五年規劃的重大意義、香港與國家
「十五五」 規劃的銜接、國家規劃涉港
部署的落實以及香港五年規劃編制的重
點、原則和需處理好的重大關係等等議
題。上述議題都很重要，都涉及到如何
編制出一份全面、系統、科學、可行的
五年規劃，確保規劃既能符合香港實
際，又能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
局。應該說，對於這篇大文章而言，香
港社會各界紛紛建言、集思廣益，交出
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立足國家大局 轉變施政思維
藍圖貴在實施。毋庸置疑，對於

特區政府而言，編制五年規劃史無前
例，而實施五年規劃更是史無前例。從
某種程度說，編制規劃比實施規劃相對
容易，後續規劃的實施見效必然面臨多
重挑戰。萬事開頭難。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既是編制規劃的主體，也是實施規
劃的主體，必須克服萬難，勇毅前行，
取得最佳建設效果。相信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
這裏僅就行政技術的層面談點兒支持五
年規劃順利實施的學習體會。

首先，順利實施規劃，必須做到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
一。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視察香港時指出，25年的實踐告訴我
們，只有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 「一國兩
制」 實踐規律，才能確保 「一國兩制」

事業始終朝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其
中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必須堅持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
一。習近平主席強調，落實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
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把特別行
政區治理好。2024年 12月 20日，
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澳門時也指出，香
港、澳門回歸以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
們，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繼
續推進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需
要把握好4條。其中第一條就是要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要

始終堅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
於一切，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任何時
候都不能動搖。 「一國」 原則愈堅固，
「兩制」 優勢愈彰顯。

而此次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
實施，從行政權力配置和權力實施效果
看，就是國家治理優勢向香港特區的擴
展和延伸，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
高度自治權的有機銜接，從而支持香港
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循此權
力配置視角，下步香港特區要順利實施
好五年規劃，必須立足國家大局，轉變
施政思維，積極學習內地規劃治理經
驗，主動對接聯繫國家規劃治理機構，
充分吸收國家規劃治理和規劃引領紅
利。

其次，順利實施規劃，必須堅持
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中共二十大以
來，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總體進入新
階段。這一新階段有兩層內涵，一是自
此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二是伴隨着國家正處於以中國式
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
業的關鍵時期， 「一國兩制」 實踐也進

入了新階段。
但是歸結為一點，在這一新的發

展階段，香港的發展道路、發展目標、
使命任務等都更加清晰明確，就是要更
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在這
一新的發展階段，面對新使命、新任
務、新貢獻，香港隨之也面臨最大的發
展短板，就是治理效能的提高問題。正
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主席在2022
年7月1日視察香港時強調要着力提高
治理水平，指出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
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
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
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並進而對特
區政府官員的素質、思維、作風等提出
全面要求。

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把香港
治理好，必須堅持實行行政主導體制，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和相
關法律履行職責，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關依法
獨立行使審判權。在二十大上，習近平
主席指出，要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
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堅持行政主導，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
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
能力和管制水平。2025年 12月 16
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
述職報告時強調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
導。

在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編
制實施好五年規劃，必須堅持和完善行
政主導。這是因為行政主導是基本法設
計的特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根源於
國家憲法，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的制度保障；回歸近三十年的
行政主導成功實踐，也展現出強大生命
力和優越性。下步，香港社會各界要把
行政主導堅持好完善好，不斷提升特區
治理效能，推動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
取得更大成功。

最後，順利實施規劃，亦需考慮
優化執行制度或機構。首個五年規劃的
編制實施對於任一政府的施政而言，都
是震動式的、轉折式的，這一震動與轉
折，首先是思想思維層面，其次是機構
設置層面。比如，在新中國頭三年恢復
期過後，從1953年開始將進入 「一
五」 計劃建設時期。而中央認為 「這是
一個空前複雜的艱巨的新任務」 。 「擺
在我們面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任務，
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動員
全國人民的力量，來保證這個任務的完
成。」

系統完善架構 強化配套機制
因此，從1952年起，中央就着手

做了很多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準備工作。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
通過了《關於調整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
決議》，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
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
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
定》《關於調整省、區建制的決議》
《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
議》，這些決定和決議，都是為了適應
1953年即將開始的全國大規模的有計
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新形勢和新
任務、為了加強 「中央人民政府對各項
工作的領導」 和加強省、市人民政府的
組織與領導責任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政權建設工作中的

一次巨大的建設性的改進。眾所周知，
為着加強國家計劃經濟的執行，中央人
民政府就於此時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
會。

再如，澳門特區為了編制實施好
其 「一五」 規劃，也調整和新設了一些
政府機構，如2015年10月為制定首個
五年規劃及統籌相關政策而特別設立建
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2018年
9月將原政策研究室和行政長官辦公室
內地工作小組合併重設政策研究和區域
發展局，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委員會、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員會、 「一帶一
路」 建設委員會等。

故而，香港特區政府也需在這方
面提高認識，研究調整完善行政機構，
保障行政機構與建設任務的匹配性和有
效性。要知道，香港特區雖沒有多層級
政府妨礙集中領導，但是 「小政府、大
社會」 理念和慣性下的 「耗散型」 權力
配置模式，也不利於權力的集中與行
使，難以發揮規劃治理所需要的統籌與
合力。

總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
制，責任在政府，而其實施，責任亦在
政府。而中央多次要求香港所做到的依
法提升治理效能，首要責任也在政府。
這就需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要真正肩
負起香港當家人和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
的責任，健全治理機構，完善治理體
系，引領全社會樹立堅持和完善行政主
導體制理念，以優良治理效能保障首個
五年規劃實施，從而為強國建設、民族
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推動五年規劃從編制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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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特朗普化」 中國如何應對西方？

以研修凝共識 以協同強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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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導體制是
基本法確立的香港核
心憲制安排，是 「一
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
重要制度支柱，也是

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鞏固由治及興新局
面、邁向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立法會
先後完成兩項具有標誌意義的管治建設
工作：一是7月19日赴北京國家行政學
院參與專題研修，成為回歸以來首次立
法會議員北上系統學習國家治理與特區
管治；二是7月28日立法會全體議員與
行政長官舉行深度交流會，建立行政與
立法常態化、制度化的溝通協作平台。

一學一談，相輔相成。前者着重統
一思想、深化憲制認知，後者着重完善
機制、提升協同效能，共同推動行政與
立法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動關係，為進一
步鞏固和優化行政主導體制奠定基礎。
此次北京研修內容涵蓋國家治理體系、
憲法與基本法、國家安全、國家發展戰
略以及港澳治理新格局等重要課題，兼

具理論、政策與國情教育，具有很強的
針對性和現實意義。行政主導能否有效
落實，關鍵在於整個管治團隊是否牢固
樹立正確的憲制觀、治理觀和大局觀。
香港過去一段時期社會動盪、行政立法
對立、政策推進受阻，重要原因之一，
是部分議政力量偏離憲制定位，把議會
變成政治對抗的平台，造成施政停滯和
社會內耗，削弱了整體治理效能。

立法會履職理念的系統提升
因此，立法會議員北上研修，不只

是一次學習交流，更是一次對立法會整
體履職理念的系統提升。透過權威、全
面的國情與憲制教育，議員們更加清楚
理解香港作為中央直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定位，理解
行政長官依法統籌施政、承擔主要管治
責任，而立法會則依法履行立法、監督、
審批公共開支及反映民意等職能，既監
督政府，也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從思想
層面進一步鞏固行政主導的制度基礎。

如果說北京研修重在凝聚共識，那
麼7月28日行政長官與全體議員交流
會，則重在完善行政立法協作機制。交
流會聚焦提升管治效率、優化行政立法
互動，以及破解民生與發展難題，體現
行政主導體制下行政與立法既分工明
確、又密切協作的治理理念。行政機關
掌握整體施政資源，負責政策制定與統
籌執行；立法會則具有廣泛界別代表
性，更貼近社會和基層，可在政策完
善、民意反映及凝聚共識方面發揮重要
作用。

過去行政立法互動較多停留於法案
審議、質詢及撥款等程序層面，事前溝
通不足，容易導致政策推行過程中出現
誤解或磨合成本。建立常態化交流平
台，意味行政機關可更早介紹政策思路
和執行難點，立法會亦可及早反映民
情、提出建議，令政策制定更加貼近社
會需要，提升行政主導的整體效能。新
時代立法會應更加準確把握自身憲制角
色，以專業、建設性和大局觀履職，全

方位支持行政主導體制提質增效。

同一支「香港隊」的分工合作
首先，要堅守憲制本位，以建設性

履職支持政府施政。議員須堅持愛國者
治港原則，把正確憲制觀落實於法案審
議、財政審批和議案辯論之中，摒棄政
治對抗和界別本位思維，聚焦香港整體
利益，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推進北部都會
區建設、創科產業發展、土地房屋供
應、青年發展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重
點工作。

其次，要發揮橋樑作用，以民意匯
聚賦能行政施政。行政主導的生命力，
在於回應民心、改善民生。立法會應深
入社區，持續收集住房、教育、醫療、
就業、交通等方面的民意，向政府提出
務實建議；同時做好政策解說與社會溝
通，協助凝聚共識，營造有利施政的社
會氛圍。

第三，要強化協同管治思維，以高
水平配合提升治理效能。行政與立法是

同一支 「香港隊」 不同崗位的分工合
作。立法會既要依法履行監督職能，防
止施政偏差、資源浪費和程序疏漏，更
要堅持建設性監督，以完善施政、改善
民生、促進發展為目標，做到監督而不
添亂、建言而有質量、配合而有力度，
形成行政善規劃、立法善完善、社會共
推進的良性治理格局。

總而言之，七月的北京研修夯實了
行政主導的思想基礎，行政長官與立法
會全體議員交流會則完善了行政立法協
同機制，兩者相互配合，共同鞏固了香
港行政主導的制度優勢。

展望未來，立法會應持續深化學習
成果，完善協作機制，提升履職水平，
堅定維護行政主導體制，全力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不斷提升香港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推動良政善治
制度化、常態化，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續寫長期繁榮穩定的新篇
章。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7月7日，巴黎
上訴法院裁定法國極
右政黨國民聯盟候選
人勒龐有資格參選
2027年總統，隨後

民調顯示其支持率高於所有競爭對手。
至此，法國變天將成大概率事件。這也
標誌着歐洲進一步 「特朗普化」 ，以及
西方徹底進入民粹主義時代。但這對中
國來說，也有可能是一種機遇。

極右的政治立場對內是反移民、反
建制、反歐盟，而且沒有傳統價值觀包
袱，相對務實。對外則奉行自我優先，
反對捲入國際事務，也不認同當下的國
際秩序。這一方面導致西方內部的混
亂、分裂將進一步升級，將需要相當長
的時間和代價進行調適，從而減弱針對
中國的壓力甚至無暇顧及，同時有機會
令東西方長期產生衝突的價值問題消失
或者邊緣化，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

從改革開放的歷史角度看，中國已
經面臨多次類似的外部環境。一是打開
國門之初，中西方是冷戰時的盟友，支
持中國發展符合西方利益。西方的資

金、技術、市場乃至軍事都對中國開
放。二是冷戰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
級大國，再無競爭對手和挑戰者，因此
奉行自由主義霸權：在世界推行它的制
度模式、積極推動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
濟、構建和尊重國際制度，力圖使美國
的競爭優勢和利益迅速遍及全球。所以
雖然此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般定義上的
西方盟友，但美國要以接觸促改變，所
以仍然獲得相對良好的外部發展空間。
同時美國的戰略擴張導致自身深陷多場
反恐戰爭，注意力不僅從中國轉移，而
且還需要中國的支持。

未改變西方戰略競爭本質
但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單極世界

日益難以維繫，奧巴馬時期即開始進行
亞太轉移，中國成為全力遏制對象。儘
管如此，以拜登為代表的建制派和特朗
普為代表的民粹派對中國政策的效果有
明顯不同。建制派發揮價值觀牌和盟友
派的優勢，對中國進行戰略性圍堵；民
粹派則單打獨鬥，願意交易，而且僅聚
焦中國最具韌性的經濟領域，讓中國可

以較從容應對。
但這也不代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衝

突，或面對的挑戰將完全消失。一方
面，中西方關係緩和不是因為西方想跟
中國 「和好」 ，只是因理念的改變，導
致對中國的遏制力度下降，現有的衝突
本身並沒有消失。二是未來的遏華手段
或許不再有道德包裝，完全以 「皇帝的
新裝」 示人。過去美國攻打伊拉克，還
要編造理由說是為了推進民主，還試圖
要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現在擄走委內瑞
拉總統和攻打伊朗則完全無視聯合國，
直接行強盜所為。這也代表新形勢下西
方民粹的行事方式，可能將沒有任何制
約因素或者底線。

極右上台並沒有改變東西方的戰略
競爭和西方文明的本質，因此，對西方
這一對手的清醒認識仍是必不可少。從
1840年算起，中國和西方打交道的時間
不算長，最初中國由於長期落後，處於
西方大國角逐的邊緣，因此對西方的認
知稱不上全面和深刻。現在中國走到世
界中心，東西方的博弈已經成為當今及
未來相當長時間國際社會的主線，對中

國有利的應對方式其實很簡單：坐看西
方內耗、自損，同時繼續埋頭發展，盡
量不捲入衝突，更重要的是深刻吸取歷
史的教訓。

保持戰略定力專注發展
不妨看幾個歷史關鍵時刻的例子。

1941年6月二戰進入最殘酷的時期，當
時的參議員、後來的總統杜魯門在《紐
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說： 「如果我們覺
得德國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助俄羅
斯，如果俄羅斯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
助德國，這樣就能讓他們盡量相互廝
殺」 。如果看看今天，西方對烏克蘭衝
突的立場豈不也是這種理念的延續？
2023年2月以色列前總理納夫塔利．貝
內特接受媒體採訪時爆料，他在衝突之
初進行斡旋，曾成功令雙方讓步，但和
平進程卻被美英等國為了打擊俄羅斯而
否決。

1941年8月，美國和英國發表《大
西洋憲章》，提出不謀求擴張、民族自
決等主張。但與此同時美國聲明，這個
憲章對自己的門羅主義沒有約束力。英

國則聲明這個憲章也同樣不適用於它的
全球殖民地。公然的雙重標準就是為了
用來約束它們的對手。西方冠冕堂皇的
理念和自私自利的行為之間的巨大反
差，通過今天極右執政更加凸顯出來。
比如美國可以在和伊朗談判期間對之發
動斬首行動和全面戰爭。美國對中國禁
售芯片，卻指責中國打稀土牌不遵守國
際貿易規則。歐洲和中國之外的國家也
有數千億歐元的貿易順差，卻獨獨指責
中國的順差會摧毀歐洲的工業。

從歷史的角度，西方文明器物層面
的創造力和價值觀理念的包裝能力使得
世人往往忽視其本質，中國不能不提高
警惕。這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還由
於中國是以 「仁」 、 「義」 為核心理念
的儒家文明，更易在道德層面對西方包
裝的價值理念產生共鳴，然而現在中國
已處於和西方博弈的第一線，再不能誤
讀西方文明。但至少可以說，今天極右
崛起的西方更少欺騙性，更易於中國和
發展中國家對之有客觀的認知。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
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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